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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对于居民消费率的影响： 

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术 

雷潇雨 龚六堂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包含多种类型消费者(城市市民、城市非市民及农民) 

和地方政府的理论框架 ，分析．了城镇化对于我国居 民消费率的影响，并选取全 国 176个城 

市2001年到 2010年的数据进行 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提高能够推动 

城市消费率的增长 ，但城镇化速度过快则会 阻碍消费率增长。实证显示这 一关系在我国 

不同地 区间存在显著 区别，中部城市比东部城 市更容易通过扩大人 口规模来提高城市生 

产能力和消费率增速，而东部城市只有通过提升农民工福利待遇，才能够促进消费率增 

长。进一步，本文还通过参数估计给出了我国城市人口集聚效应的产出弹性。 

关键词：城镇化 集聚效应 农民工 居 民消费率 

一

、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消费需求总量的增速和占GDP的比重一直比较低，需求 

约束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城镇化与消费需求变化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城镇化是人 口向城市集聚的过程 ，集聚效应能 

够极大地促进城市生产力进步，提高居民的收人和消费水平。据统计，2012年我国城镇地区人均 

收入 24565元，人均消费 16674元，分别是农村地区的 3．1倍和 2．8倍。但是，城镇化过程中收入 

和消费同时增长，这让我们难以判断消费率究竟会怎样变化。事实上 ，从 2000年到 2012年 ，我国 

城镇化率 由36．2％大幅提高到 52．6％ ，而同期 ，城乡居 民的收入分别增长 了 199％和 152％ ，消费 

分别增长了 155％和 153％ ，城市居民消费增长明显低于收入增长，农村居民的收支变化基本一致 ， 

而全国居民消费率则由49．8％降低到了36．7％。 从数据上看，城镇化并未起到提升消费率的作 

用。简单的数据对比只能提出问题 ，解释城镇化促进收入和消费增长的具体机制 ，城市集聚的收入 

效应怎样在城乡之间传导，户籍制度和其他政策对城镇化的影响等问题，是我们理解城镇化影响消 

费率 的基础和核心。 

国内外学者对城镇化与收入和消费的关系做了大量研究。Henderson(1974)较早建立了一个 

由地方政府组织的产业内完全竞争的城市经济框架，此后，城市经济的理论研究大量发展起来，例 

如，Palivos&Wang(1996)通过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讨论了中央计划者和分散经济框架下的城市内生 

经济增长；Ioannides(1994)建模讨论了完全专业化的城市系统中，城市化促进收入和消费增长的机 

制；Black&Henderson(1999)考虑了一个完全城市化的经济中有两种类型城市的情况，分析了平衡 

增长路径上的产出和消费水平，等等。实证方面，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证据十分充分：Henderson 

雷潇雨、龚六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leixyl0@pku．edu．cn，hgong@gsm．pku．edu．en。作 

者衷心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有益评论和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① 本段数据由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计算得到。其中，“城镇化率”是城市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收入和消费 

均用各自对应的价格指数进行缩减后，再进行相关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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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发现世界各国城市化与人均 GDP对数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85；World Bank(1996)估 

计中国在 1978年到 1995年间，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 16％； 

Au& Henderson(2006)估计出我国城市人 口规模 的产 出弹性约为 0．37，人 口增速的产 出弹性约为 

一 0．008。国外关于消费的实证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 ，包括大城市增加 了消费的多样性和可 

能性等(Gleaser et a1．，2001；Waldfogel，2003)，对城市宏观消费率的分析比较罕见。消费率的问 

题在国内则更受到关注：一方面，近十年来居民消费率和城镇化相悖发展，使得国内一些研究认为 

城镇化对提高居民消费率贡献很小(范剑平和向书坚，1999)。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认为中国当前 

的消费率下降只是阶段性现象 ，当城镇化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 ，消费率将和城镇化同步增长(刘艺 

容 ，2007；邹红等，2012)。还有一些更为详细的讨论 ：王国刚(2010)将 消费 内容进行分解 ，认为城 

镇化可以推动工业和服务业发展 ，从而改善消费结构 、促进消费增长 ；胡 日东和苏桔芳 (2007)将居 

民消费分解为城镇和农村 ，分析了城镇化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产生的不 同影响。 

已有文献为我们理解城镇化与消费率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思路和结论，但相关研究仍有进一步 

深入的必要。一方面，消费率的变化涉及了收入和消费两方面的内容，我们有必要在一个整体的国 

民经济框架下，对这两项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变化做分析，进而找到消费率的变化机制。另一方面， 

国内大部分实证研究建立在全国或省级数据上，但是城镇化的真正发展开始于上世纪 9O年代初， 

至今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做全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存在样本过少的风险；而省份的分割是行政 

力量作用的结果 ，并非城镇化过程 自发产生的，人 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也不仅限制在同一省份之 内， 

事实上，虽然近几年农民跨省流动比例不断下降，但即使到 2013年，仍然有 46．6％的农民工在外 

省务工(国家统计局，2014)，因此以省份作为数据样本缺乏内在理由。为了解决这几点问题，我们 

考虑从理论模型和城市数据人手 ，来尝试进行一些分析。 

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十分特殊，它不单纯是农民向市民的直接转变。户籍制度导致城市中存在 

大量非市民群体 ，以农 民工为代表的这些非市民，在城乡之间频繁地 自由迁移 ，他们在城市工作但 

是将收入转移回农村，他们不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福利待遇⋯⋯这些情况都使中国的城镇化过程 

异常复杂。同时，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阶段，家庭的消费、储蓄等选择远未达到成熟的稳 

定状态。综合这些考虑，本文在引入农民工和内生消费选择的基础上，通过均衡分析得到消费和收 

入的增长特征，以及消费率与城镇化 间的关系。然后在理论方程 的基础上 ，利用 2001年到 2010年 

间全国1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在第二节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第 

三节进行实证分析，第四节总结全文。 

二、理论模型分析 

为了分析户籍制度下的城镇化过程 ，本文在 Henderson(1974)、Black＆ Henderson(1999)建立 

的城市经济框架中加入农村部 门，并将城市部门的人 口划分为城市市民和农民工两个部分 。 

根据我国 目前的统计标准 ，在城镇居住 6个月及以上的人 口即统计为城市(常住 )人 口。这其 

中，有一部分人是农村户籍，拥有承包土地，但从事与自己土地分离的生产活动并以城市工资为主 

要收入，他们通常被称为“农民工”。截至2013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9亿，其中在本乡镇以 

外地区务工的农民工约占61．8％，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务工的比例为63．9％(国家统计局，2014)。 

以下分析中，我们将农民工界定为在城市部门工作和生活，是城市人 口的组成部分，但在教育、医 

疗、社保等方面不能享受与户籍人口相同福利待遇的劳动力群体。 

(一)基本模型 

1．农村和城市部 门的生产 

假设所有人口都参与生产，全国有 m个城市和农村部门，总人口数为 Ⅳ。假设城市是同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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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代表性城市的人 口数都是 It，其 中拥有城市户籍 的是市民，数量为 n．，没有户籍的是农 民工 ，数 

量为 n：，n=n。+n：，它们都是城市居民。由于大多数农民工在户籍乡镇以外务工 ，将农村部门按照 

省份或者城市进行划分不符合事实，所以在模型中我们将全国的农村部门视为一个整体，总农民数 

为n。。假设城市市民、农民工和农民分别是同质的。 

假设农民的生产水平由农村部门的技术 D。、农民个体_『的资本 h ，和农村平均资本水平 h 的 

溢出效应决定，资本既包含物质资本也包含人力资本。因此，将农民个体 的生产函数设为： 

Y ：D 。 ： (1) 

其中，叼 是农村人均资本的产出弹性，反映了农村部门的资本溢出效应， 是农民个体 的资本产 

出弹性(D。>0，71。>0，且 。>0)。 

在对称假设下有 h =h ，将农产品的价格标准化为 1，农民的工资 W。就是他生产的农产品价 

值 ，记 0。=叼。+ ，即： 

W =D h。 。 (2) 

城市部门的生产与农村有很大不同。在城市，除了人均资本水平有溢出效应之外，城市总人口 

数 的增加也能够促进单个个体生产。人 口集聚在城市会产生三种机制 ：公共品 、多样性和风险的共 

享 ，劳动力市场的匹配，以及知识技 能的学习 ，这三种微观机制共同产生 了规模效应 ：城市人 口越 

多，单个个体的产出也越多(Duranton and Puga，2004)。人口集聚的生产优势是城镇化最主要的动 

力之一。具体来讲，城市部门个体 i的生产函数设为： 

Y =Dh n (3) 

其中，h代表城市人均资本水平，h 代表个体 i的资本水平；参数 D是城市部门的生产技术， 是城 

市人均资本的溢出效应 ，‘D是个体 i的资本产出弹性 ，6反映了城市 的集聚效应 (D>0且 6>0)，假 

设城市生产效率高于农村 ，即 ’7>叩。>0， > 。>0。城市中的市民和农 民工在生产方面没有 区别 ， 

具有同样的生产函数。 · 

对称假设下有 h ：h。如果 P代表城市产品相对农村产品的价格 ，并且记 0=叼+ ，那么，城市 

部 门人 口的工资 W为： 

W =pDh n (4) 

2．城市结构 

根据标准假设(Mohring，1961)，城市是圆形的，中心是商业区，全部人口n均匀分布于整个城 

市，每人占有 1单位居住面积，因此城市半径 R=仃 n (7r是圆周率)。城市土地归地方政府 

所有 ，居民向政府交纳土地租金。居民都要去商业区工作 ，他们的通勤成本就是从其居住位置到中 

心商业 区的交通花费 ，假设通勤成本用城市部门的产品来衡量 ，单位距离的成本为 。因为城市里 

所有人的工资相同，并且他们在城市内可以自由搬迁，所以均衡时，住在任何位置的人在通勤和房 

租上的总花费也应该一样。城市最边缘地区居民的通勤花费为pvR，如果将此处地租标准化为零 ， 

那么 p'rR就是该居民的总花费 ，同时也是住在任何其他位置的居民的总花费，城市所有人在交通和 

房租上 的总支出即为 np~'R。现在考虑居住在距圆心 u处的人 ，他的通勤费用是 pr ，所以圆形城市 

P 1 

内所有人的总通勤花费是 pzu·2~udu：÷~rp u 。由此我们计算得到，城市人口的总通勤成本 
J 0 J 

1 ^ ^  

为TCC=p6rn ，总地租为TLR=如brn ，总生活成本为TC=TCC+TLR=+pb n ，其中b=÷ 二 
厶  J 

7r 。可以看出来，城市规模 n越大，个体付出的生活成本就越高，因此城市并不会无限扩张。 

3．地方政府 

城市由各地方政府管理，假设政府收取地租作为财政收入，然后将收入补贴给居民(Hend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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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ker，2000)。户籍限制使得农民工在城市仅能享受交通、水暖等公共设施和一部分社会保 

障 ，因而我们假设政府对农民工的补贴只有市民补贴的 倍( <1)。地方政府通过户籍管制和财 

政政策等方式，控制市民数 n．和市民补贴水平 ，来最大化自己的收益。同时，为了使农民工愿意 

留在本城工作 ，政府还要保证农 民工的实际收入不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 ，2。具体 的优化问题是 ： 

maxH =÷pbrn 一nl T—n28T 
nI．r Z 

s．t． pDh n +8 一÷pbrn“ =12 (5) 

现实中，市 民规模越大的城市里 ，农民工数量通常也越多。一方 面是因为，本地户籍人 口拥有 

稳定的消费和住房需求，决定了城市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发展水平，国家统计局调查(2014)显示， 

2013年农民工在服务业就业的比重为46．4％，在建筑业就业的比重为 22．2％，户籍人口越多的城 

市对这两类行业 的劳动力需求就越大 ，农民工数量也就越多。另一方面，2013年直辖市 、省会城市 

和普通地级市的农民工收人分别为 2969元 、2592元和 2533元 ，直辖市收入 的增幅 (14．5％)也 高 

于后两类城市(都约为 13％)，大中城市更高的收入水平和增长预期也有助于农民工数量的稳定增 

长。另外，大城市的公共建设水平较高且居住条件更好：在东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大多居住在单位 

宿舍和租赁房屋中，而中西部城市的农民工更多居住于工地、工棚等地，所以大中城市的农民工 

“承载力”也更强。因此总体上 ，城市农 民工的数量会随市 民数量的增长而增长，我们假设农民工 

数是市民数的 倍，即 n =An ，城市总人口数 n=(1+A)n。，A受到城市经济水平、公共建设和户 

籍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将 11,=(1+A)n．带 回方程 (5)，我们得到简化的优化问题 。 

均衡时，政府没有净利润：Ⅱ ：0。由此算出最优市民补贴是： 

1 (6) 

最优市民数量是 ： 

n =Q了̂ 而 (7) 

其中，Q=[ ]雨。相应地'农民工数量是 ，政府对农民工 贝占是sT。 
另外 ，由二阶条件可以得到集聚的产 出弹性 6<1／2，也就是要求集聚效应不能太强以至于将所 有 

劳动力都吸引到唯一一个城市中去，从而保证系统中存在多个城市。 

4．家庭 

按照常住人 口的统计 口径，我国城镇新增居民除了新生儿之外 ，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获得城 

市工作而变成户籍市民的一部分农村人 口，这些人通常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 ，可能是农村大学 

生或技能突出的工人或企业主 ；二是农 民工 ，他们大多处于劳动年龄阶段 ，能够 比较容易地在城市 

找到一般工作，不能获得城市户籍，但是赚取相对较高的城市工资。这两部分人之所以能够进入城 

市，除了个体素质较好之外，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家庭其他成员的资助，比如贫困的农村家庭会选择 

一 个成绩最好的孩子供其完成大学 ，家庭会集资给能力最强的成员为其提供创业的本金，或是帮助 

照顾子女使其能够离乡去城市打工等等。而这些受到家庭帮助的人，在城市赚取较高工资后，又会 

将相当一部分收入返还给农村的家庭成员。国家统计局 2006年的一次农民工专项调查发现，2005 

年，样本农民工给农村老家的汇款均值为 4485元，占其平均打工收入的40％左右，大部分农民工 

的这一 比例介于 10％ 和 70％之间 ，而农 民工的汇款量 占其农村家庭 收入的 比例则介于 30％ 和 

90％之间。这说 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汇款 已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城市工资水平极大地影响 

着整个家庭 的收人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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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事实 ，本文假设个体的迁移和消费决策是由家庭做 出的：家庭成员共同商议决定资助 

哪些成员进入城市，同时约束这些成员将部分收入返还农村，这要求每个成员(无论在城市还是农 

村)具有相同的效用水平。所以，家庭决定其成员在城乡两部门的分配比例，并做出消费和资本积 

累的选择，使各成员在长期达到效用最大化。 

由于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量一般比较稳定，不会随收入改变而发生明显变化。因此在基本的 

食物需求得到满足之后 ，收入增加会促使人们的消费大幅向城市部门的产品转移 ，所以我们假设家 

庭成员个体效用为： 

U =( +a ) Gr， <1 (8) 

其中， 是个体对城市产品的消费量，a是对农产品的消费量。这一效用函数的特征在于人们对农 

产品的最优消费量不受收入水平 的影响 ，始终有 a =or ¨～’P ～ 。产 品需求随着经济增长从 

农村向城市部门逐渐转移，是推进城镇化的又一重要动力。 

另外，家庭还要选择资本积累水平。假设家庭将比例为z的成员分配进入城市，1一。部分人留 

在农村，家庭总资本是所有成员的资本总和，由所有成员的收入共同积累。假设资本以城市生产的 

产品为表现形式。那么家庭决策的约束条件为： 

H =ze h+(1一Z)egth。 (9) 

pH =Ze 7+(1一 )e 一pxe 一ae (10) 

其中，成员进入城市后一部分人成为市民，另一部分人成为农民工，代表性家庭的市民和农民工比 

例与整个城市的比例一致 ，所以家庭在城市部 门的资本积累能力 由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 7=(n 7， 

+ )／(n。+n：)决定，7 、_，2、 分别代表市民、农民工和农民的收入。另外，资本除了分配给现 

有成员之外 ，在长期还要分配给新出生的成员 ，g是人 口的自然增长率。 

5．资本市场均衡和农民工迁移均衡 

模型中的资本同时包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我们假设存在一个虚拟的综合资本市场。所有 

人都具有相同的初始资本禀赋 ，他们被家庭决定进入城市或留在农村后，需要向其他家庭成员借 

人或贷 出资本 以达 到所处部 门的资本水平，h或是 h 。当借贷达到均衡时，资本 价格为 

r=p~Dh h ～n = D
。  九： ，在对称假设下有 ： 

r = p JD 。n = D
。
h。 -1 (11) 

将(7)式代人(11)式后，得到均衡的城市部门产品价格为： 

p=[(1+A)Q古 警 (12) 
由于资本市场的存在，城市市民和农民工除了有工资和政府补贴外，还有资本收入，农民也有 

工资和资本收入。另外，市民和农民工还要付出必要的城市生活成本。因此， 

市民收入：7。=W+T一— b nⅣ。+r( 一h) (13) 

农民工收入：_，2= + 一÷pbrn +r( 一h) (14) 

农民收人 ：W。=W。+r(h—h ) (15) 

农民工个体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为了使他们不至于返乡，均衡时农民工的收入和 

农民的收入一定相等 ： 。 

12=12+r(h—h)=W =W。+r(h—h。) (16) 

将(14)式代人(16)式，得到城市和农村两部门工资的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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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3一 n +r(’一hoWa h ) ) 一 【 一 而 Jpo L̈一 L̈ 
(17)式右侧的两项表明 ，城市工资高于农村工资的部分 ，一些用来提供个人在城市生活的通 

勤成本和房租，另一些用来维持其在城市工作所需的资本水平。 

将(11)、(12)式代入(17)式，解出资本市场和农民工迁移都达到均衡时，两部门人均资本水平的关系： 

h
。

= q h (18) 

其中，q_-- ( 一-) 
6．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出清 

在全国范围内，总资本满足 ： 

nah。+(N—n )h=Nh (19) 

总人 口满足 ： 

n。+mT／,=N (2O) 

因为全国由多个代表性家庭组成，所以总体上一定有 =mn／N，结合(19)和(20)式，可以算出 

个体的初始资本禀赋为： 

= [1一(1一q )(1一 )]h (21) 

由(18)和(21)式，可知 h <h <h，即家庭的城市成员从农村成员处借人资本。 

7．动态均衡 

在长期，家庭选择个人消费量、成员分配比例和资本水平来最大化代表性个体的效用。单个家 

庭 的选择不能影响政府行为和各市场均衡 ，因此政府补贴 T，城市总人 口n和城市产品价格 P等，对 

于家庭来说都是外生的。同时，为了保证成员间资本借贷和农民工自由迁移都达到均衡，农村人均资 

本和城市人均资本必须始终满足h。=q。h，因此家庭在选择城市资本的同时也控制了农村资本。 

家庭的动态优化问题是 ： 

、+ 

(22) 

其中，A是汉密尔顿乘子， 是拉格朗日乘子。城市部门的人均收入是 ，=(， +A，：)／(1+A)。 

将(11)和(18)式代人(13)、(14)和(15)后，可以算得a／Oh 和a。／Oh ，进而得到一阶条件： 

兰= ( +Ⅱ ) 一。P一 一 一Ae =0 (23) 

蓑=A (1+ 1 qh 1-Q1) =0 (24) 
OL
= 1一 (卜 Q。)(1一 )l O~h川n6一 Q。+(1一Q。)z]=O (25) 

和欧拉方程 ： 

一 A = 

以及横截性条件：lim[A(t)H(t)】=0。 

通过(23)、(24)和(26)式，我们得到城市产品消费量的增长方程为： 

÷ 奇 [q： n _p] t l— J戈 。 ’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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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 

通过(24)和(25)式，解得家庭在城乡间的成员分配比例为： 

：  
二 二 ! 竺 ! (28) Z=———————————————————_=————一 ‘Z6 J 
(1一Q )(Q：一 D) 、 

由(20)式知，城市农民工数和市民数的比例为A=17,2／n。=zN／n 一1，它由家庭选择 和政府选 

择 17, 共同决定 。 

家庭各成员的消费支出是 c 0+px=  ̈ P  ̈ ’+px，其增长方程为： 

÷=[ 1 + ]卫P+(警)÷ (29) c L( 一 )c’‘J 、c， 
城市部门工资是W=pDh n ，其增长方程为： 

： 旦 +旦 +0 + 旦 (30)
D h D ／7, 、。 

假设 cr代表城市部门的消费率，cr ，将价格P的表达式(12)和两部门资本关系 h。=Q h代 

人(29)和(30)式，可以推出城市消费率的增长率为： 

軎= [Q 一小( ) 一( +·) 
一 [ 1 ( )叫 h一6 (31 【( 一 )c＼1—26 。／’ J n 

其中Q3=26D(1- [-一尚 ( 一，)】)>。。 
(二 )比较静态分析 

方程(31)是城市消费率的增长率，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我们得到： 

性质 1：城市消费率增长率会随城市人均资本水平 h和劳动力数量 ／7,的增加、农民工与市民数 

量比A的减少，农村技术增长率 的增加、城市技术增长率 的减少，城市资本增长率孚的减少， ／3 ／
．1 凡 

以及城市人 口增长率 的减少 ，而单调增加 。 

对方程(31)求相应变量的偏导，容易证明上述结论。 

这一性质的经济含义在于：第一，因为城市部门的生产存在资本溢出和集聚效应，所以城市人 

均资本水平和人口规模增加，会提高城市个体的产出和收入，然后收入在家庭内部从城市向农村转 

移 ，整个家庭的收入水平也得到提高 ，家庭随之增加消费；另一方面 ，农 民工得到的补贴比较少 ，所 

以收入低于市民，在给定城市总劳动力数量n的情况下，比例A(A=(n一17,。)／n )越小，说明城市能 

够负担的户籍人口n．越多，因而居民(包括市民和农民工)的平均收入就越多，消费水平也越高， 

所以A的减少和h、n的增加一起促进了城市消费的增长。而从(30)看，h、n和A的绝对水平对城 

市工资增长并没有直接影响。因此，这三者的交叉项增加将会提高城市消费率增长率。这一交叉 

项体现了城镇化对消费率增长的正面作用：城市生产有集聚效应而农村没有，所以将农民转移到城 

市后，不仅提高了他一个人的产出，还因为增强了集聚而提高该城所有人的产出，所以城镇化大大 

增强了整个体系的生产能力，并反映到家庭总收入上，然后推动了消费增长。 

第二，农村生产技术 的进步会增加农产品的边际产出，使城市产品的相对价格升高 ，这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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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消费支出，推高消费率增长率；而城市生产技术的进步，一方面降低城市产品价格，另一方面 

增加城市工资，因此总体上会降低消费率增长率。 

第三，农民工自由流动均衡时，农村和城市的人均资本会同步增长(h =Q h)，由于人均资本 

在城市的产出弹性更高，资本的同步增长将会扩大城市和农村的产出差距，降低城市产品的相对价 

格，导致居民消费支出减少；而另一方面，人均资本增加又会促进城市的产出和工资增长，这两方面 

共 同导致消费率增长率降低 。这一项集中反映了农 民工对城镇化作用 的影响：农 民工将收入从城 

市转移回农村，使得城乡资本水平一起增长，这一方面让城镇化的集聚效应惠及了农村，另一方面 

又导致资本随农 民工“返乡”而从城市 中流失 ，不利于城市部门的资本积累和后续的经济增长。 

最后，从(29)和(30)式可以看出，城市人口增长率的增加会促进城市工资的增长，但不影响消 

费，所以城市人 口增长率越大，消费率的增长率就越小。也就是说，在城镇化加速的过程中，居民消 

费的增长跟不上城市产出的增长。其主要原因就是资本挤占了消费：城市生产的产品除了用于消 

费之外，还用作积累资本，由于城市人均资本水平高于农村，所以城镇化要求必须拿出相当一部分 

城市产出，使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这些人口(既包括获得户籍的新增市民，也包括进城务工的农民 

工)达到城市要求的人均资本水平，这就减少了产出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城镇化速度越快，需要“填 

补”的资本就越多，对于消费的挤出也就越多，所以消费的增长会小于产出的增长，表现为消费率 

增长率的降低。此外，(31)式中还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人口增长率的系数具有明确独立的经济含 

义，它是城市生产函数中人口集聚效应的产出弹性，反映了人口规模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 

上述第一点和最后一点说明了城镇化对消费率增长率的总体影响，即：城市人 口越多，消费率 

增长率越大；而城市人口增长率越大，消费率增长率越小。 

三、实证分析 

(一 )回归模型 

我们在上一小节方程(31)的基础上 ，构建 回归模型。 

城市和农村部门的生产技术变量 D和 D 的数据难以获得，我们沿用文献 中常用的方法 

(Grossman&Helpman，1991)，假设技术进步率是资本的线性函数，并且在城市和农村各不相同， 

即D／D=，(h)=gh，D ／D。=，(h。)= 。h。。这样 ，方程(31)对应的结构式回归模型为 ： 

Alncr̈ ； lncr“一lncr̈
一 l=卢0+JB1 h 一l×nlt-i／A“一1+卢2h ．“一1+ 

3
h 

一 1+p4Alnh +卢5Alnn“+aX+M打 (32) 

其中，i代表城市，t代表年份，“ 是模型扰动项。x代表一些文献中常考虑的变量，包括代表地方政 

府在经济中参与程度的政府规模，以及城市产业结构等(王小鲁等，2009；樊纲和王小鲁，2004；Au 

&Henderson，2006)。 

在进行实证研究之前，我们还需要处理几个计量方法和经济地理方面的研究命题。 

第一，面板数据常常存在个体或时间固定效应。一方面，各个城市的居民可能出于历史和习惯 

的原因，与其他城市居民有着不同的消费和储蓄选择，必须对这类内生特点进行控制。另一方面， 

我国经济大环境每年都在变化，有可能对每个城市都造成固定的时间效应。所以我们假设扰动项 

由两种固定效应和随机干扰共 同组成 ，即 u =u +A +8 

第二，考虑重要变量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城镇化是人口自发向城市集聚的过程，人口和城市之 

间的选择和影响往往是双向的。这种双向性在消费率问题中表现为，可能是消费率随着城市人口的 

增加(使集聚效应增强、收入提高)而增加，也可能是人们因为某个城市的消费率较高(体现为较好的 

生活质量)而向这个城市集聚，或是因为某个城市的消费率较低(反映了价格水平低和生活成本低) 

而向这个城市集聚，这种互为因果的情况可能会引起内生性问题。但是，一方面，某一期的高消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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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口迁移的作用只可能体现在下一期或更后期，而回归方程(32)中的人口变量，一个是前一期数 

值，另一个是本期相对于前一期的增长率，二者都与本期消费率不相关，因此不存在消费率反向导致 

人口变化的可能。另一方面，现实中人们选择城市时，主要考虑的还是就业、收入和消费条件等，很少 

受到城市平均消费率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内生性问题在城镇化和消费率的关系中并不严重。 

第三，地区差别体现在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改革开放由沿海向内陆推进的历史 、东部城市优 

越的交通条件、城市集聚的先发优势等等，都可能导致东、中、西部地区在城镇化道路上处于不同阶 

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我们用区域变量来控制地域差别的影响，回归方程变为： 

zllncr“=卢0+卢lh l X n 1+卢2h。． l+卢3hi,一l+卢4Alnh【l+ 

卢5Alnn“+卢6zllnn“×region + + (33) 

(二 )数据 

我们在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去掉了数据缺失严重的城市和自然资源型城市，得到了176个 

城市的样本。在时间方面，上世纪 90年代的数据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统计错误和13径变更导致消 

费率数据离群情况严重，二是多个城市行政区划变化导致相关数据存在跳跃。因此，我们将样本选 

择在 2001—201O年 ，这一段时间也正是我 国调结构扩 内需 的时期 ，在这十年内考虑城镇化对消费 

率 的影响也是最有意义的。所有数据均为市辖区数据 ，主要取 自各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和《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城镇消费率是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除了 

居民消费之外，还包括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终端采购，这其中一部分直接被在该部门工作的居民使 

用，另一部分用于城市公共消费，总体来看都是城市居民消费的内容 ，因此不再细分。 

城镇人口选取了多个可能的变量：一是城市常住人 口数，二是城市户籍人 LI数 ，三是单位从业 

人员数，四是总从业人员数，它是由单位从业人员数和私营及个体从业人员数加总得到的，反映了 

城市的总劳动力数量。需要说明的是 ，仅有 2000年和 2010年两次全 国人 口普查通报 了各城市常 

住人 口数据 ，但 因为变量中有滞后项和增长率 ，只用两年的数据不能进行面板 回归，所 以我们用户 

籍人 口数据完成主要回归工作 。为了验证这些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我们还用常住人 口数据进行 了 

两种稳健性检验：一是用普查年的常住人口数做截面回归；二是用这两年的常住人口数与户籍人口 

数的比例，对其他年份户籍人口数做处理，①得到2001—2010年常住人口数，然后用这一构造的数 

据进行面板 回归分析。 

城镇各年度的资本存量 ，由 1990年起每年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数 ，用对应省份的各年投 

资价格指数进行消胀后，通过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人均资本根据人口数据选取的不同而不同。回 

归方程 (32)还需要用到农村人均资本 ，但农 民流动是跨城市进行的 ，无法 为各城市找到对应的农 

村人均资本。但之前的理论分析表明，均衡状态下农村人均资本和城市人均资本成线性关系，而现 

实中，收入和储蓄在家庭成员之间流动，也使城乡资本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所以实证中用城市资本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农村资本水平。 

地区虚拟变量一个是 east，当城市属于东部省份时该值取 1，否则取 0；另一个是 middle，城市属 

于中部省份时取 1，否则取0。样本城市中，有79个在东部，66个在中部，31个在西部。② 

① 以北京为例说明处理方法：北京2000年常住人El与户籍人13比例为 1．165，2010年该比例为 1．586，一种方法是，假设2000 

年到2010年，这一比例每年增长固定数值：(1．586—1．165)／10=0．0421，另一种方法是，假设这一比例每年增长固定比例：(1．586／ 

1．165)。 一1=0．0313，由此计算得到每年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比例，再乘以每年真实的户籍人13数，即得到构造的常住人口数据。 

② 东部省(自治区、直辖市)是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省(自治区、直辖市)是 

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山西、河南 、安徽、江西、湖南、湖北；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是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西藏、陕西、甘 

肃、宁夏 、青海和新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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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控制变量包括：(1)政府支出比重，是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城市 GDP的比重，它既反映 

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 ，也反映了政府的消费水平 。(2)产业结构指标 ，是第二 、三产业增加 

值的比值 ，该指标越小 ，说 明城市越倾 向于服 务业 。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 ，各城市的工业消费品 

基本相同，而服务业产品则因为难以在城市间流通而差别较大，所以一个城市的服务业越发达， 

它的消费条件就越好，居民消费的增长空间和潜力就越大，我们预计产业结构指标的符号是 

负的。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镇 消费率(cr) 0．390 O．112 0．138 0．796 

常住人口(n，万人) 183．8 250．5 17．84 223l 

户籍 人 口(n，万人 ) 154．2 l87．0 18．0l 1543 

单位从业人员(n，万人) 33．25 57．67 1．51 696．3 

总从业人 员(n，万人) 55．45 94．04 2．56 l045 

人均资本(h，万元／人) 2．729 2．204 O．199 14．90 

产业结构(Structure) 1．372 0．604 0．249 6．309 

政府支出比重(govern) 0．117 0．049 0．019 0．406 

根据之前的理论分析，城镇消费率 

增长率会随城镇化水平的增加而提高， 

随城镇化速度 的加快而降低 ，从全国整 

体水平看 ，这一判断基本符合 现实。图 

1描绘 了 1990年到 2012年 ，全 国城镇 

消费率增长率和城镇化率随时间变化的 

趋势。左图中，城镇化率持续平稳增长， 

消费率增长率大体也是上升趋势；右图 

中，样本时间段 内(2001年之后 )，消费 

率增长率和城镇化率增长率呈现出反向 

的变化趋势 ，2005年之后这种关系尤为 

明 显。 

图 1 1990--2012年全国城镇化率与消费率 

注：图中数据根据 1991--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三 )回归结果 

表 2列出了主要 回归的参数估计结果。 

由于缺少常住人口数据，我们对理论方程(31)做以下变形，使之适用户籍人 口数据：(31)中的 

人口变量是城市总人口n，将 n=(1+A)n 代入后，(31)式等号右边的交叉项变为 ln ， 

因为6<1，所以交叉项形式仍是回归模型(32)中的 h×n。／A，但人口变量变为户籍人口数17, 。又因 

为A=zN／n 一1，其中全国总人 口数 Ⅳ外生给定 ，而均衡时城市人 口比重 仅与各参数相关 (见方程 

(28))，所以A只受 rt．影响，回归模型所用的交叉项因而进一步简化为 h×n (为了防止个别数据 

对回归结果造成过大影响，我们对人均资本和人口取对数后再得到交叉项)。同理，(31)中h／n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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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取决于 五 ／n 。因此模型 中的人 口变量 由城市总人 口数转化为市 民数 ，由户籍人 口数据进 

行控制。 

表 2的模型(1)是对原始 回归方程(32)进行的估计。结果显示 ，交叉项参数为正但显著性较 

差，反映技术水平的人均资本存量也非常不显著；而人均资本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均显著为负，符 

合理论预期。把人均资本变量单独放在回归方程中可能造成了两个问题，一是和交叉项相互减弱 

了显著性，二是其本身可能并不足以表征技术水平，因此导致整个回归结果不够合理。 

在模型(2)中我们去掉了人均资本，同时加入了产业结构指标来控制城市的消费条件。结果 

显示，除了人均资本增长率外，所有解释变量的参数都显著并且符号符合预期：城市人均资本和 

人 口数增加，共同促进城市消费率的增长；而人口增长过快则会起阻碍作用——人 口增长率增加 

1个百分点，会导致消费率增长率降低0．262个百分点。根据方程(31)，人口增长率的系数就是 

城市集聚效应的产出弹性 6，这说明城市人口每增长 1％，该城市的人均产出会增加 0．262％。人 

均资本增长率的参数符号正确，但是显著性较差，可能是因为用固定资产投资构造的资本数据不 

够准确。产业结构的参数显著为负，说明城市的服务业越发达，它的消费率增长就越快，符合我 

们的预期。 

为了控制政府消费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我们引入政府支出比重增长率进行了回归。表 

2模型(3)显示该参数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说明政府支出比重增加对消费率的增长起促进作用。原 

因可能是：第一，政府支出的一部分用作公共消费，是城镇总消费的内容，直接导致了消费率增加； 

第二，政府支出中的很大比例被用来投资基本建设。有研究表明，财政竞争导致地方政府更倾向于 

满足当地基础设施的资金需求(平新乔和白洁，2006)，所以财政支出增长越快的城市，用作本城基 

建的部分就越多，基础设施的改善刺激了居民消费，使得消费率得到提升；同时，基建项 目的主要劳 

动力是农民工，地方政府投资基建还可能提高农民工的就业率和收入(陆铭和陈钊，2004)，进而提 

高其消费，这也是促进消费率增长的一个渠道。另外，第二个原因也说明了为什么控制政府行为 

后，人均资本增长率的显著性变大——原因可能是政府投资的政策性较强 、效率较低 ，它的增长不 

能提升个体生产效率，在控制了政府资本增长率后，人均资本增长率的变化则能够真实地反映市场 

资本的变动，以及由它导致的个体生产效率的变化，因而参数变得显著。 

(4)和(5)是在(2)中加入区域虚拟变量后的估计结果。Aln(n)、Aln(n)×middle和Aln(rt)X east 

的参数表明：在中部城市，人口增长率每增加 1个百分点，城市消费率的增长率会减少 0．O1个百分 

点 ；相应地在东部城市，城市消费率增长率会减少 0．32个百分点 ，其负面效果是中部城市的 32倍 ， 

说明东部城市已经进入了城镇化推动消费率增长的减速时期 。近年来 ，东部较大城市对人均资 

本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将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作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而较少消费， 

所以这些城市扩大人口规模而产生的集聚效应，只提高了收入没能增加消费，反而阻碍了消费率 

增长 。快速城镇化对于东部城市 已经产生 了负面影 响，对它们来说 ，想要促进 消费率增 长 ，最好 

是在现有城市人口规模下，平衡不同人群间的消费结构，也就是提高农民工群体的消费水平 ，这 

就要求全面提高农民工的福利待遇，也就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而与此相反，加速城镇化对 

中部城市消费率增长的阻碍作用还非常小，而且这些城市普遍还很不成熟，集聚效应的生产弹性 

仅有 0．01，是东部城市的 3％ 。所 以，中部城市一方面可 以继续 扩张人 口规模 ，另一方面要注 意 

提高生产技术和城市建设水平来增强集聚效应 ，真正通过城镇化来促 进生产 ，而不是将城镇化 流 

于概念层面上 。综合 (4)、(5)的结果看 ，在推进全 国总体 消费率增长这个意义上 ，推动 中部城镇 

化，比推动东部地区更有效。此外我们也设定了西部城市的虚拟变量，但由于西部城市样本过 

少，zaln(n)X west的参数估计结果不显著，而Aln(n)的参数与回归(2)十分接近，所以没有在表2 

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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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城镇化对城镇消费率增长 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5) 

0．00320 0．00856⋯ 0．00388 0．00857⋯  0．00845⋯ 

． Zn(h)×In(n) (
0．O0) (0．O0) (0．O0) (0．O0) (0．O0) 

O．O0147 
L． 

(0．O1) 

一 0．137 一0．104 一0．139‘ 一0．1O1 一0．1O1 

△ (h) 
(0．08) (0．11) (0．08) (0．11) (0．11) 

一 0．276⋯ 一0．262⋯ 一0．248‘” 一0．O165 一0．303⋯ 

Aln(rl,) 
(0．09) (0．12) (0．09) (0．17) (0．12) 

一 0．0775⋯ 一0．0777⋯  一0．0780⋯ 
struct“re 

(0．02) (0．02) (0．02) 

1．563⋯ 

△ (govern) 
(0．03) 

一 0．304⋯  

△fn(n)X east 
(0．15) 

0．293” 

△Zn(n)×middle 
(0．16) 

0．O127 0．101⋯ 0．006 0．0993⋯ 0．101⋯ 

常数项 
(0．O2) (0．04) (0．02) (0．024) (0．04) 

城 市固定 否 是 否 是 是 

城 市数 量 176 176 176 176 176 

年度 2001—201O 2001—2O10 2001—20lO 2001—2010 200l一2O1O 

注：(1)⋯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2)括号中为标准误。 

以上利用的都是户籍人口数，我们还使用多种人口数据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见表3。 

表 3 城镇化对城镇消费率增长 的影响：采用不同人 口数据 

(6) (7) (8) (9) (10) 变量 

单位从业人员 总从业人员 户籍人口(截面) 常住人口(截面) 常住人 口(构造) 

0．00879⋯ 0．O129⋯  0．00569 0．00730 0．00862⋯ 

L．tn(h)X (n) 
(0．0O) (0．0O) (0．01) (0．O1) (0．O0) 

一 O．132 一0．0574 一O．114 一0．121 一0．105 

Aln(h) (
0．11) (0．04) (0．08) (0．08) (0．10) 

一 0．206 一0．0227 一0．132 一0．125 一0．269” 

△ (n) 
(0．11) (0．03) (0．10) (0．11) (0．11) 

一 0．071l⋯ 一0．0789⋯ 一0．114” 一O．115  ̈ 一0．0781⋯ 
structure 

(0．02) (0．02) (0．05) (0．05) (0．02) 

一 0．186’ 一0．022 0．287 0．289’ O．107⋯ 

常数项 
(0．10) (0．04) (0．17) (0．16) (0．03) 

城 市固定 是 是 是 

城 市数 量 l76 176 176 176 176 

年度 200l一20lO 2001—2Ol0 2000、201O 2000、2010 2001—20l0 

注：(1)⋯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2)括号中为标准误。 

55 



雷潇雨 、龚六堂 ：城镇化对于居 民消费率的影响 ：理论模型 与实证分析 

模型(6)利用了单位从业人员数，其参数估计结果与模型(2)很相近。模型(7)的结果与(2) 

差异较大，主要可能因为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的数据统计存在较多缺失和偏误。 

模型(8)和(9)利用常住人口数据进行了截面回归，因为间隔十年，所以滞后项和增长率变量 

都不太符合模型要求，导致变量参数的显著性较弱。但是，(8)和(9)的各参数估计结果十分一致，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用这两种人 口数据做回归差异比较小。 

进一步，我们利用构造的面板常住人口数据做与表 2模型(2)一样的回归。① (10)中估计结 

果与(2)非常相似，验证了回归估计的稳健性。 

另外我们也在基本模型中加人人均道路面积、人均 FDI等控制变量后进行了回归，主要参数估 

计结果变化很小，篇幅所限这些结果没有具体列示。 

表2和表 3的多组回归分析表明，城镇化对消费率增长率的影响比较稳健，特别是集聚效应的 

产出弹性 6显著地维持在0．2—0．3左右。模型(8)一(10)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之前理论推导 

的合理性，并且证明在常住人口数据缺失的情况下，利用户籍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是 比较一致可 

靠的。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城市和农村两部门的增长模型，以同时包括城市市民、农民工和农民的家 

庭为传导媒介，将城乡两部门的经济活动联系起来，通过分析消费者和政府行为以及各市场均衡， 

得到了城镇居民消费率的增长方程。然后在此基础上 ，对全 国 176个城市 2001年到 2010年间的 

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首先，城镇化水平提高促进城市消费率的增长，但是城镇化速度 

过快则会起到阻碍作用；其次，人均资本增加也会推动消费率增长，但若增加速度过快同样起到阻 

碍作用；第三，我国城市集聚效应的产出弹性约为0．26，即城市每增加 1％的人口，人均产出将会增 

加 0．26％。 

通过实证研究我们还发现，在东部省份的城市，快速城镇化会显著降低消费率增长，而在中部 

城市这一作用非常微弱 ，因此为了提升全 国总体消费率 ，有必要加快 中部地 区城镇化 ，而抑制东部 

地区城镇化速度，同时推动东部城市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另外，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十分显著， 

服务业越发达的城市，消费率增长得越快。政府支出比重增加同样有显著正影响，地方政府 的财政 

支出除了投资基建来改善城市条件，刺激居民消费之外，也应更多地向农民工倾斜，通过提高农民 

工基本福利待遇来释放他们的消费力。 

本文的分析工作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在理论方面，我们的人口流动机制主要受 

家庭的决定和约束，忽略了个体的异质性人力资本水平。在实证方面，面板常住人口数据的构造方 

法也十分简单 ，如果能结合其他有关人 口流动的资料 ，有可能得到更准确的城市人 口数据 。理清城 

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是合理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本文仅就城镇化和消费率的 

关系做初步分析，对于城镇化 、经济增长和增长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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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n the Household Consumption Rat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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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a theoretical model which consists of multiple consumers(the city labors，the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farmers)and the city governments，this paper explains how urbanization affects Chinese household consumption rate． 

W e also perform a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data from 2001 to 201 0 in 1 76 c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owth of 

consumption rate is increased by urbanization，but decreased by the raise of urbanization speed．These relationships are 

different between regions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analysis．Compared with the eastern cities，the central ones can 

enhance urban productivity and consumption rate growth much more by increasing their population．For eastern cities，the 

only way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consumption rate is to improve the social welfare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Our empirical 

works also estimate the output elasticity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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